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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未来中国以何种方式实行转型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转型

是以何种方式发生。如果转型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转型正义更可能会以

真相与和解的方式进行。其内容包括：实行言论自由，释放良心犯，取消

黑名单，平反冤假错案，还原历史真相，对受迫害者经济赔偿，确定压迫

者的责任并对其宽恕，开放政治档案，建立防止侵犯人权的机制，移除暴

政象征，建立纪念物，以及经济清算等。经济清算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因

为中国是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是在没有民众参与的情

况下进行私有化，这样的私有化势必沦为权贵私有化，因此未来中国的转

型正义还需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最后，文章强调，民主转型

与转型正义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确定轻重缓急，应把实行

言论自由与释放良心犯放在第一位。

（一）

这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民主转型，一是转型正义。所谓民主转型，

是指一个原先是威权或极权的专制国家，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转变成一

个民主的国家。所谓转型正义，是指一个国家转型过程中或完成后，对原

先专制政府犯下的种种违犯正义的罪错进行纠正。

以何种方式实行转型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转型是以何种方式发

生。大体上说，如果民主转型是以暴力方式进行的，对专制者们的审判和

惩罚则势在必行；如果民主转型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对专制者们的审判

和惩罚则往往既不可行，也不必要。

回到今日中国的现实，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推动民主转型。对绝大多数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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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非暴力抗争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不消说，愿意参加非暴力抗争的人

大都怀有强烈的正义感，对暴政怀有正当的义愤。不过非暴力政治学专家

基恩·夏普（Gene Sharp）提醒我们，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

争的同时，应当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

人员的善意。

这层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面对掌握镇压机器的专制者，赤手空拳的民众如

果一上来就说我们要报仇雪恨，要严厉地惩罚你们，那只会增加抗争的风

险，多数民众必然会望而生畏，止步不前。再有，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

如果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认为，一旦他们今天作出退让，明天就会被抓

去受审判坐监狱；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拒绝退让而做困兽之斗，用武力镇压

抗议者。

这也就是说，当民众以和平的方式反专制争民主，他们需要让对方知道，

他们要求的是改变制度，而不是惩办具体的人；他们要制止罪恶，但不是

要制裁罪恶的执行者；他们愿意宽恕那些原先干过坏事的人。

这并不是说民众就会对先前的暴行置之不理了。该清算的还是要清算的。

不过在这里，清算的只是罪恶，例如：要宣布先前的暴行是错的，是违法的，

要给受害者平反昭雪，经济赔偿等等，但是对罪恶的执行者，只要他们放

下屠刀，我们就既往不咎。

我们承诺既往不咎，对过去做过坏事的人不予追究，这于正义似乎是有亏

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早日结束不正义，是可以使正义的建立

少付代价，因此于正义其实是有利的，是值得的。再说，当专制统治者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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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屠刀，促进或接受和平转型，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赎罪乃至是一种立

功，因此理当既往不咎，理当宽恕乃至鼓励。这在道义上也是成立的。

（二）

1995 年南非成立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提供了一种从高压专制到民主政

治的新的转型模式。其要点是：调查和公布过去压迫者的罪行，同时又宽

恕其罪行并与其达成和解。只有通过调查和公布过去的罪行，才能终止过

去的罪恶并告别过去的时代。如果没有宽恕与和解，则和平的民主转型难

以发生和进行。

转型后的中国也应该开展真相与和解的进程。新政府应早日成立真相与和

解委员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可以是议会内阁之下的一个独立机构，由总

统或总理提议、经由议会批准。该委员会的主任与副主任可由政府或议会

或司法部门的重要领导人出任，由总统或总理提名、经议会批准。真相与

和解委员会的成员可由下列人员组成：政府官员、议会的议员、社会活动

家、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政治受害者或家属（如 “ 天安门母亲 ”、民运

团体、法轮功，还有藏人、维吾尔族人、蒙古族人等）的代表，也可包括

部分前政府的领导人。

又，议会应通过关于真相与和解工作的法律法规。

在政府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之前，民间就可以成立真相与和解促进会一

类组织，开展若干相应的工作。事实上，民间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 “ 天

安门母亲 ” 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收集 “ 六四 ” 死难者的名单，坊间出版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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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关 “ 六四 ” 真相的相当完整的叙述，并对如何提出平反 “ 六四 ” 提出

了若干具体建议。一些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收集和整理了那些在镇压行

动中劣迹昭著的官员和军警名单。国内的和海外的中国作家、记者、学者

和其他人士对中共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都写下了大量的著述，海外的华人

学者建立了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庞大的数据库，如此等等。

大致上讲，真相与和解这一进程需要做以下一些事。当然，有些事情可以

而且应该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之前就着手进行。

1、促进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

2、释放一切良心犯，即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而被捕被监禁的人士。

第 2 条看上去意思很清楚，但实际上却很复杂。自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共

当局就对异议人士采取了 “ 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 ” 的办法。中共当局把

先前的 “ 反革命罪 ” 改成了 “ 危害国家安全罪 ”。近些年来，“ 危害国家安

全罪 ” 已经成为中共当局迫害异议人士的主要罪名。此外，中共当局又把

“ 寻衅滋事罪 ” 变成口袋罪，在这个罪名下任意抓捕异议人士。再者，中

共当局在整治异议人士时，常常不再以政治理由入罪，而是安上经济罪或

其它刑事罪名。在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中共当局也常常给被清洗者扣

上经济罪或其它刑事罪名。这就使得释放良心犯的工作变得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采取下面的做法：

首先，对于明显属于良心犯的人士，一律释放。其次，对于那些因发表异

议但以其他罪名定罪的人，则须分别不同情况加以处理。比如有的企业家，



95

特稿

本来都平安无事的，在发表了重大的不同政见后即遭到逮捕，可见这实属

因言获罪。但是当局给他安上的经济罪名却也不是凭空栽赃而是确有其事；

只不过有类似经济问题的企业家比比皆是，别人个个都逍遥法外。对于这

种情况，我们就应该把他当作良心犯无罪释放。至于他的经济问题，则与

其他情况类似的企业家一样，作为他们这类人的 “ 共业 ” 或曰 “ 原罪 ”，

一律另行处理：退回不义之财，对当事人不进行审判与惩罚。既然这位企

业家已经因经济罪名被捕入狱，并且其财产被没收或被罚款，已经付出了

代价，甚至常常是付出了过度的代价，因而就更没有再把他继续关押的道

理。有的人也许还应该得到一定的赔偿才是。

3、取消黑名单，恢复因 “ 六四 ” 以及其他名目的政治迫害的原因而流落

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自由返国的权利；那些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

如果他们表示愿意恢复中国国籍，则应立即予以恢复。

4、与释放良心犯同步进行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包括毛时代的冤假错

案以及后毛时代的冤假错案。需要说明的是，毛死后，中共当局曾经对毛

时代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但当年的平反有很大局限性。例如

对地主，当时只是摘帽，说是 “ 改造好了 ”，但没说本来就搞错了，地主

并没有平反，所以还需要平反。这批人虽然都已经过世，但也需恢复名誉，

以正视听。

后毛时代中共制造的冤假错案也堆积如山。其中，重大的案件主要有三个。

一是六四案件，二是法轮功案件，三是在西藏、新疆等地对少数民族强制

同化案件。另外，还有一直持续至今的对异议活动和维权活动（包括维权

律师）的镇压，对家庭教会和其他宗教与信仰群体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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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原历史真相。确定中共建政以来历次严重侵犯人权的重大事件：毛

时代 —— 从土改、镇反到文革，后毛时代 —— 六四、镇压法轮功、镇压

异议活动与维权活动，对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和强制同化，等等。

谈到后毛时代中共当局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还需要讲一讲所谓 “ 活摘器

官 ” 的问题。2015 年 3 月 15 日，前卫生部副部长、时任中央保健委员会

副主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的黄洁夫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

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问题。黄洁夫说：“ 这（器官）怎么来的你也不

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 ......”。1 所谓 “ 这（器官）怎么来

的你也不知道 ”，这就暗示，器官并不是都来自死囚和自愿捐献者。“（器

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 ”，为什么要保密？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知

道了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又因为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是有统

计、有数字的，自愿捐献者的数量也是有统计、有数字的。把两组数字一

对照，如果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竟然比执行死刑的数量加上自愿捐献者的

数量高几倍甚至高几十倍，那岂不说明有大量的用作移植手术的器官，不

是来自死囚，不是来自自愿捐献者，而是来自别的大活人。黄洁夫已经间

接地承认了中国存在大量的活摘器官。这不可能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这只

可能是政府行为，因此必须列入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之中，必须

要查明这一罪行的真相。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须广泛收集材料，邀集各相关当事人陈述意见，举行各

种听证会，同时公布有关档案，然后撰写报告，公诸于世。

6、对受害者的经济赔偿。经济赔偿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性的赔偿，

给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给予一定的金钱赔偿。另一部分是对经济剥夺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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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年土改无偿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应该给地主的后裔适当的赔偿。对

那些遭受政治迫害而被剥夺私人财产的人也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

7、确定压迫者的责任并对其宽恕。说明：所谓宽恕，就是对犯下侵犯人

权罪行的人不予以惩罚，也不要求他们必须认罪和道歉，但是有必要明确

责任。明确责任也是还原真相的一部分。要鼓励过去罪恶的加害者公开忏

悔和道歉，但不强求。对那些认真公开忏悔和道歉的人，应广加传播，以

便起到示范效应，给那些拒不认错的人造成舆论压力。

8、开放政治档案。这又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有关党国的最高秘密，例如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 六四 ” 是

谁下令开的枪，开枪令是如何下达如何执行的，等等。和苏联、东欧的情

况不一样。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没想到垮台垮得那么快，没来得及

销毁绝密档案。今天的中共早就有 “ 亡党 ” 的思想准备，有些绝密的档案

恐怕早已经销毁了。但即便如此，开放党国高层秘密档案仍然是必要的。

它能使我们尽可能了解历史的真相。

另一种情况是线人告密。有些东欧国家在实行转型正义时颁布过 “ 除垢

法 ”（Lustration Law），要求开放档案，把共产党秘密警察的行为透明化，

包括把线人告密的事情予以公开。有的国家主张对告密的线人实行某种惩

罚，例如不准出任公职，有的国家不主张惩罚，但要求公开，作为还原历

史真相的一部分。于是人们惊异地看到，原来，在反对派和异议群体中竟

然有那么多共产党的线人，甚至某些大名鼎鼎的领袖人物也大有做线人的

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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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除垢法一类做法持保留态度。在别的国家实行除垢法，曝光了很多异

议人士当过线人；在中国，很可能也是在异议人士这个群体中有大量的线

人。正因为这个群体长期受到当局的迫害和威胁，所以才会有不少人不堪

重压，经不起威胁利诱去当线人；而那些从不参与异议活动的人，因为他

们不会受到当局的压迫和威胁，因此也不会被迫去当线人。如果把和秘密

警察相关的档案全部公开，那很可能出现这样的荒诞局面：偏偏是异议人

士这个群体的头上疑云重重，而那些从不参加异议活动的人倒是一身清白。

中国的异议活动基本上是和平的，是公开的。在异议人士的案件中，基本

上都不是线人告密造成的。因此我主张从后果出发，只对那些由于线人的

告密而导致严重后果的案件，我们有必要去查明真相并酌情予以公布。其

余的就大可不必。再说，在高度集权的中国，政治迫害事件都是来自最高层。

我们要盯紧的是上面而不是下面。

真相与和解，有的事要落实到每一个个案，有的事宜粗不宜细。大体上说，

对受害者的平反和补偿要细，要努力落实到每一个人。对一些次要加害者，

明确他们的个人责任，则宜粗不宜细。

9、提出一套防止未来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建议并建立相应的机制。

10、移除暴政象征。在中国，暴政象征物太多，在转型初期各方各派在很

多事情上会有较大的争议，很难一步到位。有些可以先移除。比如天安门

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和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这两个物件是暴政

象征中最大的暴政象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必须拿下，天安门广

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必须改造。去掉这两大象征本身就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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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共场所的暴政象征可以逐步处理。

11、采取象征性的措施恢复受害者的名誉，如建造纪念碑、纪念像、纪念馆；

在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的有象征意义的地点保存遗址或建立纪念物。

12、经济清算的必要性，包括对党产和权贵私有化的不当所得的清算。

关于共产党的不当党产。在民主国家中，一个正当的党产可以包括：1) 党

员交纳的党费，2) 包括党员在内的各界的捐款，3) 党经营的产业。然而在

一党专制下的中国，共产党把整个国家据为己有，把国库径直当成党库，

所以中国共产党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党。伴随着中国的转型，这一点必须

彻底改变。

首先，共产党，或者是由共产党蜕变后而继承了前共产党的资源的党，必

须和国库彻底脱钩，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前共产党留下的党产，其中党

经营的产业这一块，也要进行必要的处理。以媒体产业为例。严格说来，

新华社和 CCTV 都是属于国家的，人民日报才是属于共产党的。人民日报

这家媒体公司是共产党的党产。可是，人民日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一个

巨大的媒体产业，那又是建立在共产党的垄断地位之上的。因此，人民日

报这家党产必须进行某种剥离和瘦身。其他的党产也应该做类似的处理。

关于权贵私有化问题。这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实行民主转型的国家大致上

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私有制社会，例如南韩、台湾。在这些地方，

民间的私有财产基本上是得到保护的。这些地方要实行民主转型只消结束

政治迫害，达成政治和解，开放民主选举就行了。另一类国家是公有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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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例如苏联东欧，这类国家需要进行两种转型，一是从专制转到民主，

一是从公有制转到私有制。在苏东各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他们是在有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私有化，所以私有化的结果就有合法性，

尽管其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那里的人民对私有化的结

果是认帐的，是承认的。唯独中国不然。中国是共产国家，改革前的中国

不是传统的私有制而是公有制。中国（大陆）和南韩或台湾不一样而和苏

联东欧一样，既需要政治转型，也需要经济转型。但是和苏东不一样的是，

中国是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在没有民主参与的情

况下进行私有化，这样的私有化势必沦为权贵的私有化，这样的私有化的

结果当然得不到人民的承认，根本没有合法性。时至今日，权贵们已经把

国家的资产和集体的资产瓜分殆尽。中国的贫富悬殊，在很大程度上并非

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因此，未来中国的民

主转型还需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

实行纠正罪恶但不惩罚犯下罪恶的人的策略，只要他们退还不义之财即可，

不对他们个人进行审判与惩罚。退还的不义之财可用于公益和慈善。

（三）

真相与和解是一个过程。整个转型都是一个过程。它不可能一步到位。关

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确定轻重缓急。在推进真相与和解这一过程中，最

重要、也是最优先的是，实现言论自由，确保基本人权，释放一切良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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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1 凤凰卫视：《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是阳光下的生命延续》，2015 年 3 月 16 日： 
http://phtv.ifeng.com/a/20150316/4101150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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